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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多的跨界專業工作者，在跨界移居後，並不是呈現固著、不

流動的生活型態，而是週期性及頻繁地往返移居地與移出地。本文以

前往大上海地區的台籍經理人員為例，探討跨界專業工作者之移居生

活。文章理論主要連結到跨國主義的觀點，以補充對於專業工作者遷

徙的討論，向來忽略微觀層次之移民生活面向。經驗資料主要來自於

三階段的田野研究觀察，以及 52 份台籍經理人員與 4 位台籍經理人

員配偶的敘事性訪談。本文指出，移居大上海地區的台籍經理人員，

雖依不同遷徙動機或過程，可區分為三種遷徙模式：長居上海型、工

作停留型與跨界聯姻型，但這些專業工作者跨界後，都呈現頻繁地來

回跨界移動，並透過運用兩地的物質性與社會性資源，及跨地域的社

會網絡，編織多重地域連結，呈現一種穩定的跨界生活型態。這種在

移居生活中，刻意強調持續性的社會慣行、象徵體系與物質文化面的

跨界實質聯繫，凸顯作為跨界專業工作者的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既

不是世界主義觀點下的無疆界菁英，也不是離散觀點下無處為家的離

散者，而是持續性回家的跨境遷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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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a Living on the Move: Transnational Lives of
Taiwanese Managers in the Shanghai Area

Jian-Bang De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Futures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Many highly skilled migrants do not begin a fixed or immobile
livelihood after migrating to a host country. Instead, the tendency is to show
a continuing and two-way movement in a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 This
paper analyzes migration experiences of transnational professionals:
Taiwanese managers in the Shanghai area.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is
drawn from transnationalism approaches that complement the prevailing
focus on the movement of professionals, which is categorized as a "brain
drain/gain or circulation" between sending and receiving countries, and
leading to the neglect of analyzing migratory process at the micro level.
Empirical data for this study are generated from a three-stage field research,
in which narrativ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52 Taiwanese managers
and 4 of their spouses.

Using typological analysis, three different migration patterns of
Taiwanese managers were distinguished: 1) long-term settled 2) for-
reasons-of-job settled, and 3) cross-border marriage. Nevertheless, these
professionals are common during the migratory process, meaning that they
continually travel back and forth between societies of origin and settlement
to use local material and social resources, establish transnational social
networks, and span pluri-local connections, which contribute to their having
stable, transnational lives. The emphasis on the transnational linkage of
social practices, as well as both symbolic and material resources in
migratory lives, could serve as indicators explaining why Taiwanese
expatriates in the Shanghai area are neither cosmopolitan elites nor
homeless diasporas, but rather, transmigrants who continually return home.

Keywords: skilled workers, migration studies, Taiwanese businessmen,
diaspora, trans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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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言

我們在上海也買過房子，但自己從來沒住過那個房子，都是

用租的，公司租到哪裡，我們就住到哪裡。……但哪怕是用

租的，我都把它當作是我的家，缺什麼東西，我一定補足。

……現在啊，因為我來了三年，我覺得這裡比較像家，回台

灣是回我公公婆婆的家。……但我不願意在這裡消費，我會

回台灣消費，……我週遭的朋友都是這樣。（訪談編號T023,

2006）

這是一位跟隨任職外商公司台籍經理而移居上海的年輕安美太

太，描述在跨境遷徙後的生活。如同其他估計約 30至 40萬移居大上

海的台灣人，1儘管已長時間生活在移居地，甚至把上海視為自己主

要的住家，但這些移居者卻仍頻繁來回於移居地與移出地之間，進行

各項物質與其他社會資源的交換。

許多傳統移民研究指出，移民是個除根的過程，不僅遠離自己熟

悉的家鄉，進入移居地後往往還須經歷痛苦地適應新社會與新文化的

過程。同時，移居過程通常也是一次性的，方向是單一箭頭式的

(Gordon 1964; Einsenstadt 1953)。然而，上述移居上海的案例，卻沒有

呈現除根的現象，移居過程也不是一次性的移動。如果這種現象的解

釋主因是兩岸文化的親近性，如同早期台商不約而同地指出「語言風

俗與台灣相同，易於溝通」，或「語言、文化沒有隔閡，即如在國

境」，是偏好選擇大陸為投資地的重要因素（林祖嘉 1993: 53；經濟

1 胡蘇雲(2006: 126)參照上海地區台商協會的數據，推估在大上海地區生活的台灣人，可
能高達 30至 40萬人之多。之所以為「可能」，乃因有高達 80%以上在上海地區的台
灣人，沒有向當地官方辦理暫住登記，所以不管是上海公安部門或是統計局的資料，
目前都無法提供「準確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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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1994: 4），2這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當台資公司進行境外投資

設廠，或提供境外工作機會時，台籍工作者普遍並不排斥前往中國大

陸(Tsai and Chang forthcoming)，以及，移居後相對較容易改視移居地

為自己主要的住家。但它無法解釋，為什麼移居者在移居後，仍要花

用這麼多的精力、時間與交通成本，持續地維持與家鄉的連結？為什

麼他們在跨界後，仍會經由頻繁地跨界移動，努力經營同時橫跨兩個

地域的社會聯繫(social ties)？顯然，要解釋移居上海的台籍工作者在

日常生活型態中，高頻率地來回移居地與移出地，持續保留與原移出

地的連結，及經營同時橫跨兩地域社會聯繫的現象，需要另一種解釋

觀點切入。本文研究目的即借用移民理論晚近發展的跨國主義

(transnationalism)3觀點，觀察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的日常生活型態，

以解釋上述的移居行為。本文論證，以移居大上海地區的台籍經理人

員為例，他們進入移居地後大多沒有切斷與原移出社會的聯繫，也沒

有強烈意圖轉換自己的關聯架構，整合為本地人的打算。儘管，移居

的台籍經理人員在遷徙的動機及過程有不同的模式，卻都在生活型態

上具有多重地域連結，進行跨界的生活。

為了與既有的移民研究有更多對話，底下，本文在討論大規模跨

界流動前往上海的台商／台籍經理人員現象之前，先處理晚近的移民

研究，尤其是跨國主義相關文獻的幾個重要觀點。然後，經由田野研

究資料分析的類型化，敘述三個具有類型意義的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

跨界移動個案，討論台籍人員不同的跨境遷徙模式，及移居生活中共

同的特殊性。藉此，嘗試解釋跨界專業工作者移居生活所具有的理論

意涵。

2 根據經濟部(1994)委託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針對台商赴大陸投資所做之問卷調查，有
高達 73.4%受訪者認為是「語言、文化沒有隔閡，即如在國境」，僅次於「勞工充沛，
工資低廉」(86.95%)選項，為台商、台資設廠之主要利益考量或動機（該問卷中本題
設計為可複選）。

3 關於"transnationalism"的中文譯法，為求概念的一致性，本文採用王宏仁、郭佩宜
(2009)一書的翻譯方式。但此概念主要指出「跨境」的意涵，所以在內文中"trans-
national migration"，譯為「跨境遷徙」，"transmigrants"譯為「跨境遷徙者」，而"trans-
national lives"則譯為「跨界生活」。感謝審查者之一提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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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主義、離散與跨國主義

的移民觀點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一方面促成資本的快速流動，最直接表現就

是外國直接投資的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則是相應於資金的全球流通，

促成大量的勞動人員跨境遷徙的現象。所以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不

只加快了人們移動的步伐，同時也加速跨越國家邊界移動的勞動移

民。

然而，目前有關勞動移民的研究，仍是以低階或非技術移工(less-

skilled or unskilled migrants)為主要對象，對於屬技術勞工(skilled

workers)跨界移動或移民的討論，則顯得相對貧乏。這一方面是低階

勞動者的跨界移動受到國家嚴格的邊界管控，以及跨界後在遷移地社

會必須面對來自階級、性別、種族、族群等面向的歧視與差別待遇，

所以其中的不平等與支配性不對稱關係引發大量的學術關注(Massey

1998; Smith and Guarnizo 1998; Castles 2000; Kaur and Metcalfe 2006)。

相對的，作為專業工作者的技術移工，他們的跨界則容易被視為是一

群跨國資本家階級(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Sklair 2001)，或是假定

為是一群優勢的遷徙者(privileged migrants)，因此探討的焦點往往側

重如何在國際的政經秩序中，創造金融資本，扮演全球城市的菁英

(Beaverstock 2002, 2003; Gritsai 2005)，而相對忽略其移居生活受限制

的面向；儘管這樣的觀點晚近遭受到較多的挑戰（參考 Favell et al.

2006; Fechter 2007;鄧建邦 2008a）。

可能正是如此，所以在移民研究中，如Melissa Butcher (2006: 173)

指出，跨界專業工作者(transnational professionals)似乎與移民研究處於

一個頗具問題性的關係，因為許多移民研究並不認為如外派人員

(expatriates)之類的跨界專業工作者「需要」移民。

"expatriate"拉丁文原初的字義，指的是生活在自己原國家之外的

人(Fechter 2007: 1)；在晚近國際人力資源管理的討論中，才運用此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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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去指涉接受公司調派往境外赴任的人員。確實，並不是所有具有外

派人員特徵的跨界專業人才，都可視為是一群移民。Butcher (2006:

173)建議將跨界專業工作者區分為兩類：一為生活基地仍在特定母國，

但工作關係進行經常性區域間移動的跨界巡迴者(transnational

itinerants)；另一為已經，或打算離開自己原生國家 4超過一年以上的

外派人員。對於後者而言，Butcher認為，他們不僅在移居地有長時間

的停留，許多甚至有多年期的經驗，而且經由他們強化的流動觀

(heightened sense of mobility)，創造出一組新的動態(dynamics)。

本文所探討的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不是上述第一類短期性來回

區域間穿梭工作，或是短期性（如三個月期）支援的台籍人員，而是

已經移居大上海一年以上，或與所屬公司簽約工作期一年（含）以上

的台籍經理人員。這群不管是屬於外派或是在當地應聘台籍經理人員

的遷徙，由於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或專業、管理知識的技術移工特質

(Salt 1997)，在本文中視為是一群跨界的專業工作者。同時，他們的

跨界都非短期性的，而是屬長駐性質，擁有與移居地長時間的互動與

接觸，甚至許多個案如安美太太描述的，具有舉家遷徙的情形，所以

可視為具有某種定居形式的移民。

對於這群跨界專業工作者，從人力資源的角度，有較多針對他們

的討論，不過多著重在技術勞工的移出究竟是造成輸出國人才流失

(brain drain)的影響，還是人才循環與交換(brain circulation/exchange)的

效果(Saxenian 1999; Hunger 2003)。這樣的討論框架，重視的是從鉅觀

面探討技術勞工跨界移動對移出國及接受國的影響，但沒有關照到專

業工作者遷徙的微觀層面。此外，許多有關專業遷徙的討論，如John

Salt (1997)及Robyn Iredale (2001)的研究，雖然從職業別，或是從遷徙

的動機、移出地與目的地、遷移管道與機制、停留時間及融入模式

等，區分不同的技術移民類型，但也沒有進一步從行動者微觀層次，

去指出專業工作者的移居生活是如何進行的。

4 Butcher (2006)研究的是從澳洲前往新加坡的專業工作者，所以內文中的原生國家指涉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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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專 業工 作 者的 移 居生 活，一 種 看 法是 世 界主 義

(cosmopolitanism)的觀點。比如，Ulf Hannerz (1990, 1996)指出，全球

化產生愈來愈多在人與人之間、不同文化及地域間的跨國連結、互動

與交換關係，也因此造就一群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s)，他們不僅有

能力來回世界各地移動，也有高度意願參與各地的文化。Hannerz

(1996: 108)稱這群世界主義者為一新階級，因為他們普遍具有去脈絡

限制的文化資本。如駐外新聞特派員，透過為主流媒體撰述成為當今

意識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consciousness)的關鍵製造者，且透過民族

誌式的報導積極參與各地的生活，即是這群新階級的最佳範例(Hannerz

2004)。

然而，不管是把跨界遷移的專業工作者，視為具有菁英身分的新

階級，或是具有世界主義態度的觀點，晚近都有研究者提出不同的看

法。Adrian Favell等(2006)及 AnjaWeiss (2006)的研究，就指出全球資

本主義的發展使得技術勞工的跨界移動有從菁英向下大眾化、中產階

級化的趨勢。曾嬿芬、吳介民(2006)的研究，也發現前往大陸的台籍

工作者愈來愈多樣性，其中也包含低階白領及灰領層級的台籍人員。

所以，世界主義的觀點似只合適解釋特定專業遷徙的人群，而且也有

假定專業工作者的跨境遷徙是過著一種「無疆界生活」(borderless

lives)的盲點(Fechter 2007: 23)。

另一種常用來解釋遷徙人群的看法，則是有關離散(diaspora)的觀

點。不管是遷移海外的華人社群(Ang 2004)，在不同國家生存的華人

企業家(Gomez 2007)，因國共內戰遷台的外省族群、大陳島居民（趙

彥寧 2001；張茂桂 2006），或是離開台灣原生社會，跨海到東南亞

另尋生存之道的台商（龔宜君 2005），都常被視為是一群「離散

者」。根據 Floya Anthias (1998: 557)的界定，離散意涵著在全球化脈

絡下產生的跨界移動與連結，以及在當代世界所增長的跨國族連帶

(non-nation based solidarities)。Anthias 認為，全球化已大幅地轉化人

群間的關係，所以建議以離散概念取代傳統使用的種族及族群概念，

重新去思考跨界移民與族群關係。確實，以離散觀點觀察跨境遷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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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工作者，有助於觀照這群跨界人群如何經由遷徙的過程，形塑跨

界的連結。但離散概念首先意指著播撒或散布種子(to sow or scatter

seeds)，蘊含人群從原中心往邊緣地散布的意義(Braziel and Mannur

2003: 1; Mayer 2005: 9)，所以諸如流浪、返回家鄉的想往、共同族群

根源的預設等，常是運用為形容離散群體的重要特性（趙彥寧 2001；

張茂桂 2006；Panayiotopoulos 2006: 14；王宏仁、郭佩宜 2009: 4）。

Robin Cohen (2008: 17)也指出，離散群體的共同特徵包含從原鄉往兩

個、或多個異地區域的散布，且常具有創傷性(traumatical)的經驗，以

及擁有對家園的集體記憶或迷思等。

但是，當代專業工作者的跨境遷徙，往往與創傷無關，而有更多

是連結到個人的機會(Reden 2000; Butcher 2006)。而且，如果把離散的

觀點放到跨界專業工作者上，焦點就容易轉移為觀察移居者的流動生

涯，不同地域的離散者如何共同想像家園，或側重其與家鄉的單向聯

繫，無法觀照到跨界專業工作者在移居生活中努力經營同時橫跨兩地

域社會聯繫的事實。5

晚近的許多移民研究指出，移民現象不再能只從一次或兩次性

的，在兩定點間（移民的起源地及目的地）的移動去進行觀察，因為

更多移民表現出來的，是經常性來回於兩個區域間的移動，或甚至是

在三個點間的頻繁移動(Wong andNg 2002)。這樣經常性的流動，對移

民個人來說並不必然就是暫時的、過渡的形式。Ludger Pries (2001)認

為，更好的解讀方式，應該把它當成實然的形式，是真實地構成移民

連續性整體生活中的部份。而且，移民流動形塑的空間型態是多重地

域的(pluri-local)，如此般的國際移民重點乃在於是「跨」國境的

(transnational) (Pries 2001: 49; Levitt and Waters 2002: 7)。

由此得出的跨境遷徙者(transmigrants)，移動的範圍是由數個結構

化社會空間延伸的組合而成。這群移動人群有二個基本特徵，一方面

他們是「跨越」民族國家邊界進行移動；但另一方面，他們也不是無

5 關於此小節跨國主義與離散及世界主義觀點的對話，作者受惠於編委會與審查人之一
的意見，在此感謝他們寶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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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在的「跨越」，到處都可去的。

上述這種強調以「跨境遷徙」概念來取代傳統對移民的了解，把

「移入移民」與「移出移民」放到一個新的認知架構重新省視，主要

就是晚近移民研究中的「跨國主義」觀點。從九○年代開始，Nina

Glick Schiller等(2004[1992])及Linda Basch等(1997)著作引發了移民研

究中有關跨國主義的論辯，在他們的理解中，跨國主義的出發點立基

於四個假設：(1)跨境遷徙與全球資本－勞動關係相互連結一起，只要

全球資本主義持續發展，跨境遷徙就不會停止；(2)跨國主義應該視為

一個過程，且在這個過程中，移民經由他們日常實踐及社會、經濟與

政治關係，建構跨越民族國家的社會場域；(3)社會科學中與族群、種

族及國族有關的概念，不只會限制我們去發覺跨國現象，也使得研究

者無法合適及充分地分析跨國現象；(4)跨境遷徙者在跨越邊界的生活

中，必須要面對不同民族國家的民族建構方式，也因此必須與不同的

想像（如族群、國族與種族想像）相互斡旋(Basch et al. 1997: 22)。

跨國主義觀點的提出，主要貢獻之一是突破社會科學研究中長久

以來囿於「方法論上國族主義」的限制，跳脫以容器式的社會觀點來

審視移民現象(Nassehi and Schroer 1999; Wimmer and Glick Schiller

2003; Beck 2004)。例如，Basch 等(1997)的研究觀察到，跨境遷徙的

人員離開自己所屬的國度生活，不見得就必然等於放棄原生社會的一

切。Thomas Faist (2000a)的研究也指出，移民及再移民，可能都不是

最終的、不可變更及不可逆的決定。即使那些長期離開母國的移民或

難民，他們常也具有相當強的跨界連結。基於此，Faist主張以跨境空

間(transnational spaces)的概念，來掌握跨邊界的動態社會過程，如同

Pries使用跨境社會空間(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概念去指涉一結合多

重地域的參考架構(frame of reference)，透過此參考架構同時結構化移

民個人每日的生活實踐、生涯計畫、社會位置及認同，而且也超越傳

統以民族國家限定的疆界(Pries 2001: 23, 28)。

但問題是，為什麼移民要形塑及維繫Faist所謂的「跨境空間」，

或是 Pries 指稱的「跨境社會空間」？為什麼移民的跨界移動，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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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民族國家的「容器」，轉換到另一個「容器」就停止了？是因

為當代交通的便利性，促成來回跨界的移動成本及所需時間大幅降

低？還是溝通科技的發達，使得遠距聯繫變得容易且負擔低？抑或，

移民金錢匯兌事業提供相當程度的可信賴性，所以移民可以不斷匯款

回自己老家？確實，這幾個因素提供了移民、及與移民有關的資訊與

金錢「方便」跨國的解釋，但正如 Luin Goldring (1999: 163)指出的，

它們都只能是促成跨國主義的工具(means)，而不是原因(reasons)。

Basch等(1997)分析從海地、聖文森、格瑞那達及菲律賓到美國的

跨境遷徙者指出，由於他們(1)面對經濟及／或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

為了確保移民家庭可以持續地生活無虞；(2)在母國有些跨境遷徙者群

體會遭受社會排除；(3)及在目的地的美國社會，同樣要面對被以不同

種族的方式對待，使得移民必須藉由跨境社會空間的創造，以維繫及

改善自己的經濟條件，增強尊嚴，進而強化、提升自我地位。Goldring

(1999)針對墨西哥到美國的勞動移民研究也指出，跨境遷徙者建構跨

境社會空間，其實與資源、權力及社會位置的確立有很大的關係。

本文藉由跨國主義強調的行動者取向觀點，以及跨境遷徙者會主

動尋求跨界的多重地域連結，以面對在移居地社會生活的挑戰，來觀

察作為專業工作者的台籍經理人員跨界後的移居生活。

三、研究背景：

台商、台籍經理人員與大上海

提到台商，讓人很容易聯想起，一個個企業主拎著皮箱，裡面裝

滿公司生產工業成品樣本，使用不甚流利的英文，到世界各地尋找客

戶，洽談生意的景象。這個常民對早期台灣生意人的印象，對應的是

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出口導向經濟發展形態。這些中小企業帶動了

台灣八○年代的經濟奇蹟，累積了高額出口的外匯剩餘，但八○年代

末期開始卻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本地勞動力成本節節上升、勞動

力嚴重短缺、台幣大幅升值降低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以及美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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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主義等，都替台灣中小企業的繼續發展設下許多不利的條件

(Wallraf 1996: 20)。尤其是屬勞力密集、與對環境造成高負擔的產業，

更是受到嚴重的衝擊。面對這些問題，許多台商採取的解決對策是轉

移生廠基地，首波前往東南亞國家，接著前往中國的經濟特區及其他

沿海經濟開發程度較佳的大城市，藉以尋找事業的第二春。可以說台

商現象的出現，與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台灣作為半邊陲國家在世

界體系中的分工位置，有著極密切的關係（鄭陸霖 1999；龔宜君

2005）。

在台商前往中國的投資過程中，王振寰(1997: 9)指出，第一波是

前往南中國的珠三角地區，以簡單加工出口、資本小、勞力密集的產

業為主，緊接著 1993 年後第二波外移中國大陸的台商，則以技術密

集、資本規模較大、簡單加工出口裝配輸出，轉變為上下游關聯企業

整廠輸出，投資地也由中國南部逐漸向北。耿曙(2002)認為，從第二

波外移台商開始，以大上海地區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便逐漸成為台

商在大陸的另一個投資重心。而且在這波隨台商前往中國大陸工作的

台籍經理人員，有愈來愈多受雇於高科技產業、金融物流等服務業；

台籍經理人員不只出現在台資企業中，也有愈來愈高的比例受雇於外

商跨國企業，或是當地的陸資企業。

如果說第一波前往珠三角台商基於地緣關係考量與強調加工出口

的產業特色，那大上海為什麼又有這麼大的吸引力？據統計，截至

2006年底為止，把地區總部設置在上海的跨國公司有 154家、投資性

公司 150 家、外資研發中心 196 家。6上海已成為香港之外，在中國

內部吸引外資總部經濟項目最多的城市。此外，在上海的人口組成

中，據上海統計局的資料，2006年常住人口共有 1,815萬人，屬戶籍

人口1,348萬人，而常住外來人口（在上海居住半年以上的外來人口）

高達 467 萬人，約占四分之一強的比例。7如果把其他非中國內地常

6 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08)。
7 參考上海市統計局(2006)上海統計年鑒 2006，表 3.4主要年份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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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人口，8以及在上海居住半年以下的外來人口也一併計入，9上海外

來人口其實達到城市總人口的 32%，或甚至遠超過這個比例。10這樣

的城市特徵，就如同 Saskia Sassen (2000: 25-26)指出的，當代全球化

過程出現的一些大型城市，不僅是作為全球資本集中的策略點而已，

同時也包含了勞動者組成的跨國化。Sassen把具有這樣空間特性的城

市，稱為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可能也正因為上海地區作為一個新

興的全球城市，相較於其他中國的城市，可以更大量吸引高科技外資

廠商前往投資，成為全球跨國公司及跨國菁英最嚮往投資及工作的城

市之一(Fu 2001；簡博秀、周志龍 2002)，以及內地各省份居民進行城

鄉移民遷徙的一個主要指引路徑(Roberts 2002; Wang et al. 2002)；11台

商作為全球商品鍊的一環，當然也不例外，於是在上海熱潮的推波助

瀾下，吸引大量的台商及台籍人員前往投資及工作(Tseng 2008)。

從表一中確實也可以看出，2008年大上海地區 12（包含上海市及

蘇州，昆山及吳江地區）台商協會會員數已逾 3,300家。儘管，此數

字與深圳及東莞台商協會會員數（分別約為 2,000 及 3,600 家）的總

和，仍有一段差距。但從大上海地區台商協會從 1997至 2008年，九

年時間會員數成長了 7.6 倍，13相較之下，深圳及東莞地區台商協會

8 包括來自港澳台灣「常住的」1.5萬人，及外國常住人口 12萬人。港澳台數據部份，
乃根據 2005年上海統計年鑒中 2004年「在滬工作、居住的港澳台、境外常住人員」
數字。其中，香港常住上海人數為 3,505人，台灣常住人數為 11,818人（參考上海市
統計局 2005）。但上海統計局在 2005 年後，即將「主要年份在滬工作、居住的港澳
台、境外常住人員」統計項目刪除。而關於外國常住人口部份，參考上海市統計局
(2006)上海統計年鑒 2006，表 3.13在滬外國常住人口。

9 約 160萬人，數據來源同註 7。
10 這主要是依據官方上海統計局或上海統計年鑒的資料，由於資料只提供在上海工作居

住的港澳台及境外「常住」人員的數據，所以對實際在上海的港澳台及其他外國人數，
數據呈現的應是相當低估的情形。

11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08)的資料，上海在居民消費水平、職工平均工資等
指標中都取得第一。

12 本文指涉的大上海地區，除了上海市以外，尚包括上海市幅員周邊的吳江、昆山及蘇
州等區域。這樣的界定，基本上是跳脫中國大陸官方的行政地域作為劃分依據，而改
以「上海大都市圈」的方式，來界定此範圍（胡蘇雲 2006: 125）。此區域的特殊性，
對本研究而言，在於台商的高集中性，以及表徵一般台商認知中所指稱的「上海」概
念。

13 由海基會提供的《大陸地區台商協會會員名錄》，於 1997 年「蘇州台胞投資企業協
會」收錄的資料，當時蘇州台商協會的會員除蘇州地區外，尚包含昆山、吳江、張家
港、長熟及太倉地區（經貿服務處編 1997）。之後，昆山於1998年、吳江於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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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數僅上升 2.8 倍，14且大上海地區企業有更多屬大型企業來看，

大上海地區的台籍經理人員（包括外派及自行應聘赴任），已成為該

地區因工作而長住的主要台籍社群。

表一 大上海及珠三角（深圳／東莞）地區台商協會會員數之比較

區域 城市 1997年 2008年 當地台商協會成立時間

大上海 蘇州 191 655 1995

昆山 1,126 1998

吳江 200 2005

上海 245 1,325 1994

小計 436 3,306

珠三角 東莞 1,190 3,600 1993

深圳 797 2,000 1990

小計 1,987 5,600
資料來源：1997年資料，見經貿服務處編(1997)。2008年資料來自以下不同協會的網站資
料，上海台協會員數參見上海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蘇州、昆山、東莞台協會員
數參見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吳江台協會員參見吳江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

會，深圳台協會員數參見深圳台商協會。
註：蘇州台商協會於 1995年成立時，會員也包含昆山及吳江地區之台資企業。

四、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

移居生活的類型分析

（一）資料的來源與特徵

由於具有投資者身分的台商，尤其是屬製造業的大廠，大多沒有

長駐中國大陸的投資地，因此本文選擇台籍經理人員作為研究對象，

張家港於 2001年、長熟於 2003年、太倉於 2004年獨立成立台商協會或台資企業協會
(參考中山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網站)。

14 嚴格而言，每個地區的台商協會或台胞投資協會會員數，並不等同當地實際的台商企
業數，以及在該地工作的台灣人數，例如，據深圳台商協會統計，深圳地區加入台商
協會為 2,000家，實際該地台資企業約有 4,000家，協會估計當地長住的台灣居民則逾
5 萬人。但由於目前台灣及中國大陸官方統計，都無法提供各地確切的台籍工作者人
數，並且，從中國大陸各地已普遍成立台商協會組織，擴及有 100個城市之多，故以
加入台商協會會員數及其增減情形，仍是目前推估實際台商企業數，及該地長住工作
台灣人口「變化」的一種較可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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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他們到達大上海的工作地後，如何進行移居生活。本文的資料來

源主要是作者 2006至 2008年期間每年八月份暑期前往大上海，包括

上海市、蘇州、吳江及昆山地區，進行的田野研究訪談及觀察。研究

主要透過滾雪球的抽樣策略尋找受訪對象，但過程中，同時有意識地

考慮到受訪者進駐工作地的時間、工作地點、性別、年齡層、婚姻狀

況、受雇屬性等因素，盡可能使受訪對象的樣本選取多樣化。因為研

究對象是針對長駐的台籍經理人員，故所有訪談都在大上海地區進

行，地點選擇在受訪者的公司、工作地鄰近的餐廳，或是受訪者的居

住地／宿舍。在上述地點訪談時，研究者還同時留意觀察其空間的擺

設（如是否訂閱台灣的報紙、雜誌，裝置衛星接收器等），並且利用

幾次假日的非訪談時間，親近受訪者，實際觀察移居者的移居生活情

形。不過，僅與部份受訪者尚稱短暫且有限層面的相處，並無法提供

台籍工作者移居生活的全面性，所以訪談問題與觀察重點，皆側重台

籍經理人員在移居生活中，是否存在跨兩岸的聯繫，以及，在哪些部

份，如何進行跨地域的聯繫？此外，研究雖然有注意到受訪對象的不

同年齡層，但受限於樣本數，以及目前台籍經理人員移居上海普遍時

間仍短，故無法針對不同世代移居生活情形進行比較，同樣的，不同

族群與工作行業別對移居生活究竟起了如何的影響，受限於篇幅，也

無法在本文中詳細處理。

作者透過簡要的訪談大綱，搭配敘事性訪談(narrative interview)的

方式(Flick 2002)，共取得 56份的訪談資料；其中 52份為台籍經理人

員訪談，4份為台籍人員配偶的訪談。15

本文所指涉的台籍經理人員，主要包含三種類型：(1)被視為具有

台商身分，屬公司派駐大陸子公司的最高階台籍主管，有實際經營的

權責（屬性為 i）；以及(2)受雇於台商公司，常駐中國大陸的台籍幹

部（屬性為 ii）；或是(3)受雇於外商公司的台籍專業經理人員（屬性

15 受訪的 4 位台籍經理人員配偶，其中 1位為台籍，3 位為中國大陸籍，皆為女性；受
訪時年齡介於 28至 31歲；教育程度部份，除 1位沒告知外，有 2位為大專程度，另
1位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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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iii）。三類人數依序為11、37及4位，各占樣本數之21.2%、71.2%

及 7.7%（參見表二）。

受訪者工作地／移居地，屬上海市有 27 位，吳江地區 3 位、昆

山地區 4位、蘇州地區 18位。受訪的台籍經理人員，男性有 40位、

女性 12位，女性占 23.1%；16年紀介於 27與 57歲之間，尤其以 30及

40 歲的年齡層為主，其中，30 歲年齡層占 38.5%，40 歲年齡層則占

42.3%，二者相加達八成的比例。此外，受訪成員中，有超過四分之

三具有大專以上的教育程度（參見表二）。顯示，這群在大上海地區

的台籍經理，女性比例不低，近樣本數四分之一，且分佈在年輕及中

壯為主的年齡層，及高教育程度的特性。這些特徵，與研究者長時間

在華南地區接觸曾經歷「黑手變頭家」的台商群體相較，都具有非常

明顯的區別。

訪談取得的所有口語資料，都透過轉譯(transcription)的程序，予

以文字化處理。同時，為了彌補訪談資料可能的不足，訪談事後也都

撰寫田野筆記，記錄田野觀察，作為資料分析的另一來源。

由於一般認定下，台籍經理人員選擇跨界，心態上是暫時性停留

或長期居留，會相當程度地影響移居生活的安排，且在訪談的大綱

中，研究者曾詢問受訪台籍人員當初跨境遷徙時，「視在大陸工作為

暫時的，或永久的人生計畫」。因此，本文首先針對每筆訪談資料，

就有關遷徙動機面向進行評析，並就個案表達為暫時性的，或永久性

的／長期居留傾向，進行分類。

此外，訪談過程中也詢問：「來大陸工作後，是否等同於長期性

的移民」，所以資料評析根據此部份的回答，以及其表達在遷徙過程

中，體現為暫時性停留（沒有攜帶配偶、小孩，也沒有在移居地購

房），或長期居留傾向（攜帶配偶、小孩前往，或／及在移居地購房

等），進行資料另一面向的分類（參見表三）。

16 在跨界工作的台籍工作者中，女性的比例相較男性為低，背後有結構性因素限制影響
女性的工作跨界，請參見鄧建邦(20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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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文而言，研究的每一份資料，除了是一筆敘事性訪談的結果

外，它所呈現的同時也是一部個人的遷徙傳記(migration biography)。

Ursula Apitzsch (2003: 65)就指出，如果針對移民透過移動所建構的空

間分析，不局限於地理性的空間，而包含經由遷徙所建立的「關係上

的社會空間」，則顯然移民傳記本身，就是具體化此社會空間的所

在。因此以下分析敘述的重點，首先透過挑選可以代表類型意義的典

型個案，觀察遷徙過程與個人生命歷程的關聯，以及個人運用怎樣的

策略，進行在移居地／工作地的生活。接下來，透過類型分析呈現不

同遷徙樣態之間的差異性，進而分析不同類型間彼此可能的共同意

義。不過，研究中沒有發現在移居動機上設定為長期居留，但移居過

程卻呈現只是暫時性停留的案例，故沒有表三類型 IV的分析。

表二 受訪台籍經理人員基本資料特徵(N=52)

變項 人數 百分比

受雇類型屬性

i 11 21.2
ii 37 71.2
iii 4 7.7
主要工作地／移居地

上海市 27 51.9
蘇州 18 34.6
吳江 3 5.8
昆山 4 7.7
性別

男性 40 76.9
女性 12 23.1
年齡層

20-29 4 7.7
30-39 20 38.5
40-49 22 42.3
50-59 6 11.5
教育程度

高中／高職／專科及以下 12 23.1
大專及以上 39 75.0
未提供 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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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移居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的遷徙型態

遷徙動機
遷徙過程

長期居留 暫時性停留

長期居留 I IV*

暫時性停留 III II
*本文的田野中沒有發現屬於此型態的個案。

（二）典型案例分析：

1. 類型 I：安美夫妻

安美先生（36歲）於 2001年 4月來到上海；安美太太（33歲）

晚了兩年，17 2003年辭掉在台灣的工作後，才來到上海，當時她還是

未婚的身分。2005年，兩人一起回台灣辦理結婚，接受訪談時他們還

沒有小孩，屬於典型移居上海的年輕台灣夫妻家庭。目前，安美先生

名片上印製的是一家餐具製造商的銷售經理，實際上是該公司的中國

區代表。

上海，嚴格來說，並不是安美先生接觸的第一個中國城市。因為

祖籍在安徽的關係，1992年隨父親回老家探親，那是他的第一次中國

經驗。之後，他每年都固定去大陸一趟，除了拜訪安徽老家親戚，同

時順道旅遊。由於中國經驗豐富，所以當有同行業的台灣公司想投資

上海，尋覓可主持投資計畫的專業經理人時，安美先生就毅然地答

應，並於 2001 年來到上海。開始長駐上海工作時，他把個人名下在

台灣「所有的產業、房子，通通都賣了」，為的是顯示自己的決心，

打算就要永遠在此尋求發展。

訪問時，安美先生的現職，已經是他在上海的第三份工作，之前

經歷了一家台資及一家美商公司。但在三個公司的工作內容都一樣，

都是替外資廠商負責上海設立據點的前置作業，包括主持投資、進行

未來市場規劃，是一個專業經理人。他所形容的上海印象，九○年初

期是「穿藍衣服、灰衣服，大家都死氣沉沉的」，但 2001 年開始長

17 本文有關受訪者的姓名、經營／服務的公司，或是在訪談中提及的廠商名稱，皆進行
匿名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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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後，覺得「整個上海的氣氛變不一樣，積極度變得很強」，大家耳

熟能詳的上海建築地標物東方明珠塔、18浦東新區的開發，他用很堅

定的語氣說，都是近十幾年的事。

為了在地化與生意工作上方便，安美先生結識了許多本地的朋

友，甚至「應該本地的朋友比台灣的朋友還要多」。他在上海的台灣

朋友，大多是之前在台灣早就熟識的，因為來這裡「大家等於都離鄉

背井嘛」，所以逢年過節常在家裡煮飯，請「單身在上海」的台灣朋

友到家裡聚餐。他也強調，來上海五年從沒考慮家裡裝小耳朵，收看

台灣衛星節目；「百分之百看本地電視」，強迫自己吸收裡面的知

識，才能融入這裡，為此，安美太太早期還不時抗議。倒是，來自台

灣的商業周刊、天下雜誌、Cheers及一份EMBA雜誌，是他訂閱且每

週必讀。相對於自己生活上的在地化程度，他認為在大陸的許多台商

工廠並不是如此，尤其是那些大型資訊科技廠，他表示：

我之前去松江（區），那個泛達，他們設廠，整個宿舍裡都

是台灣人，來來去去都是台灣人。……這些台商來這裡蓋工

廠，我每次都跟他們開玩笑，你們這不叫設廠，是造鎮。幾

乎是整個造鎮！半導體廠，像蘇州的華大、亮基、松江的泛

達，整個廠區裡頭什麼都有，該有的（生活）機能，都在這

裡。所以真要講的話，這樣子的台商並不叫移民，它只是轉

移一個跟台灣完全一模一樣的生活環境。……對啊，那就是

另外一個Taiwantown而已，就像當時日本遷村去荷蘭一樣，

那種感覺。（訪談編號 T022, 2006）

安美先生不只一次的強調，在上海這個超競爭的國際都會要生

存，首要一項就是不刻意凸顯自己台灣人的身分。不管在台商、外商

18 上海東方明珠塔位於黃埔江畔，落成於 1994年，象徵上海城市躍升成為東方的一顆明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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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本地的公司，「都不該因為是台灣人，而覺得這是你的競爭

力」。這點，安美太太不完全同意，她說「通常在外，我不喜歡讓人

家知道我是台灣人，但某些時候，我卻會讓人家知道我是台灣人」，

比如：

我自己在這邊辦過證件，我台灣的護照，比本地的身分證好

用，得到的待遇是不同的。當我去澳大利亞領事館的時候，

一開始的待遇是很不好的，像二等公民，「資料塡好了

沒？」，然後，問問題，「不准問問題！」，就是這樣子。

後來他看到我（資料）上面有台胞證，跟台灣護照，「妳是

台灣人？」，我說，「對！我想辦護照（簽證）」。「資料

給我看」！看一看，「妳這好像不能在這裡辦，我們只能接

受團體的」，態度馬上不一樣。我說不好意思，因為沒辦法

回台灣辦，但我要跟台灣的（旅行）團，全部的資料我詢問

過很多次，都在裡面。看一看，「好！」，就跟我說，約什

麼時候面試，資料就收了。可你知道嗎？本地人在外面排多

久、等多久、來了幾次，有的從蘇州來的，一樣東西不對，

根本不管，退件，真的是退件，然後他一看到我老公說，

「你們收入還滿高的嘛」！

[他怎麼知道？]

因為要附薪資證明、繳稅證明。他沒看到薪水，但他光看到

我們繳給中國人民政府的錢……，他就知道，你們是不一樣

的。（訪談編號 T023, 2006）

對安美太太來說，除了台灣人的身分，上海的台灣人也對她生活

起很大影響。雖然生活中接觸的本地人很多，但卻無法解決生活中碰

到的種種問題，尤其是初期的新環境適應，因為「他們所告訴我的地

方落差都很大，我永遠買不到我認知裡的東西」。之後，她透過報名

一個英文課程，認識了兩位台灣太太，生活開始有了很大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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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麼問題都問她們。原來菜要去哪裡買，原來我要什麼東西，要

去哪裡買，喔原來還有什麼東西⋯⋯」。

所以安美太太之後又去參加插花社、瑜珈課程，雖然認識的多是

稍年長的台商太太，但只要有活動她都樂意參加，透過這個方式，

「在這個地方，會有我的人脈」，「像我們去插花，大部分是在交

流」。這些交流，包括如何取得許多被大陸網站封鎖的台灣資訊、在

地的美食經、甚至是先生婚外情的對策等。

上海，愈來愈是安美夫妻的家，卻不是因為他們買房入戶了。安

美太太說他們住的房子，一直是用租的，「公司租到哪裡，我們就住

到哪裡」。其實，安美夫妻確實曾在上海買房子，而且還買了兩次，

「我在古北買過兩間房子，後來我又賣掉了，因為價錢還不錯，而且

已經開始跌價了，就把它賣了」。安美先生認為，衡量上海買房，

「投資的角度，要比因長住所以買房，來的大些」。

安美太太並不認為買了房子才是家，透過他們這幾年細心的營

造，「覺得這裡比較像家，回台灣是回我公公婆婆的家」。他們現在

回台灣，總是回去時東西儘量少，然後回上海時行李超重；她慶幸先

生工作地是在上海，生活機能方便，出門吃本地的東西，回到家裡可

以「做習慣的菜餚」、「用自己的方式來吃」。

是不是要長住上海？安美先生說，「如果有人一個月拿很高的月

薪，來請我去美國，哪怕去南非工作，我也去。⋯⋯像我們這樣心態

的人應該很多吧？！」。對安美太太來說，先生工作地點的改變，對

家庭生活的安排，具有絕對的影響，「來到上海，現在或許覺得它是

我們的家，可是未來真的有機會到美國，或到哪裡，只要有更好的工

作機會，我們還是會過去；因為就算留在上海，他到了第三地工作，

存在的問題還是跟兩岸三地一樣」。對安美夫妻而言，既然之前選擇

讓一方放棄原本穩定的工作，以移居家庭型態來面對流動生活，就沒

有理由往下一個流動的停靠點時，改變目前的生活策略。但是他們會

協力經營每一停靠點，讓它有家的感覺。是否有繼續移動的可能性，

目前選項是完全開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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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類型 II：蘇州精密科技謝廠長

謝廠長（38歲）任職的精密科技廠，座落在吳江市的吳江經濟開

發區，右方緊鄰與周庄齊名的同里風景區，以及同樣是台商公司集中

度相當高，有小台北之稱的昆山市；開發區的上方則與蘇州市緊緊相

連，經由蘇滬高速公路的連接，不到一小時車程，可以到達另一個台

商及來自世界各地科技廠商雲集的蘇州工業園區。

蘇州精密科技目前有員工九百多位，搭配九位台籍幹部，母廠仍

在台灣高雄，此外還有另一生產基地遠在海外的馬來西亞。謝廠長的

馬來西亞籍太太，即他在 1995 年任職另一家台灣大型光電公司，派

駐馬來西亞時所結識的。外派兩年後，具有管理專長的謝廠長，1997

年回到台灣，緊接著於 1998 年底，選擇加入精密科技，並隨著公司

展開在長三角地區的佈局，前往吳江。他在調派大陸一年後結婚；太

太跟隨移居，目前擔任同一公司的採購長，育有一位兩歲的小孩。

謝廠長與安美先生同樣年輕，也擁有豐富的工作生涯經歷，但在

個人移居的動機上很不一樣，「只因為工作地在這而已」、「我是一

個不排斥到大陸工作，但是要在大陸定居，是我不願意的」。他解釋

自己來到吳江，只是因為工作的因素，在這邊的居住是暫時性的。

謝廠長認為市場在大陸，所以來這裡工作，他也相當認同蘇州吳

江這個地方的工作環境。在他看來，許多南方台商較集中的區域，城

市中的設施、生活機能，主要是隨外資投入、大量工廠進駐才建立

的，形成的環境「就是一個大工廠」；相對而言蘇州長三角地區，本

來即是一個很健全的大環境，擁有歷史古城、園林，即使台商不進

駐，蘇州本地人構成的生活圈，也自成一格，各式各樣的生活設施一

應俱全，「我們進來只是個外來客，用他們現成的大環境，增加一些

外在的設施」。

在謝廠長的生活中，由於工作主責的是工廠管理，工作時間接觸

的多是大陸籍及台籍幹部，下班之後也很少交際應酬，生活圈就是以

台幹為主，並沒有加入本地的社團。倒是廠方提供的眷屬宿舍，裝置

有一個中耳朵，可以隨時收看台灣衛星電視節目，雖生活在外，卻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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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台灣發生的大小事，「有電視看，你就不會跟台灣脫節」；每天

晚餐時間，一起觀看八點檔連續劇，也是他們夫妻晚上的共同休閒，

而且回到台灣家裡時，「還可以跟爸媽接起來一起看」。他們每兩個

月輪休一次，回台灣一週；因為觀賞同樣的連續劇節目，讓他們跟父

母親雖相隔遠距，但茶餘飯後始終有話題。

儘管老婆小孩都在身邊，而且已經長駐當地工作了八年，謝廠長

還是認為在目前居住地並沒有家的感覺，「很像是宿舍」。住在眷屬

宿舍，或許是主要因素。那為什麼不就近在廠區附近，購置一套理想

的住房呢？謝廠長說：

為什麼不敢買房子？可能你剛買，沒多久就把你調回去，不

管你做的好不好—可能做好老闆升遷你，也可能做不好進

行職務調配。你永遠不知道老闆下一步會做什麼事！這樣的

情況下買房子，怎麼會安心呢？像我同學在華大負責行銷，

現在掛副總，也是一樣的情形。2001年到上海，第二年他攜

家帶眷全都過來，起先租房子，但與其租房子這麼多錢，而

且可能會長駐，市場又這麼大，乾脆買房子；買了 400多萬

（人民幣），很豪華，而且裝潢還考慮乾燥，地板都使用地

熱，打算長期定居；弄好交屋了，住不到半年，老闆要他去

美國，又能怎麼樣？（訪談編號 T020, 2006）

對謝廠長來說，沒有買房是考慮到個人無法完全掌控職務的調

動，而且要購置一套理想住房，以目前大上海地區房價節節攀升的情

形，也不是輕易負擔得起的。還有一項因素是，他在訪談過程中不斷

重複的，只是把目前在蘇州吳江居住地的停留，視為是工作需要的停

留。他認為在大陸工作，「壓力是台灣的兩倍」。工廠中的許多機器

設備是 24 小時運轉，雖然人員有休息，但只要工廠持續運作，相關

人員都須維持待命的狀態。所以儘管市場在這，但個人可以持續承擔

異常的工作壓力，畢竟有其年限，因此他一直認定結束這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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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要回台灣；或者也不排除去馬來西亞，因為那裡的生活步調，

讓他覺得舒適。

3. 類型 III：上海協富科技趙經理

協富科技位在上海市松江區的松江工業區，除了上海廠外尚有蘇

州廠及東莞廠。協富科技在大上海地區就有兩個生產製造基地，主因

是上海廠屬鄰近台灣資訊科技大廠泛達的協力廠商。雖然協富科技地

理位置落在上海市，但從工廠到上海市中心，或是經由外環道路銜接

滬寧高速公路到昆山、蘇州的時間，其實相距不大，皆需近一小時的

車程。

趙經理（33 歲）第一次接受訪談時，19 到大陸工作已經接近三

年；之前在協富科技的台灣公司任職兩年後，於 2003年 10月份調派

中國大陸。他到大陸的第一站並不是上海，而是同屬協富科技公司的

東莞長安廠，2005年 7月才從東莞派駐來到上海。剛到大陸工作時趙

經理還是單身，目前已經結婚；妻子是河南省籍，在東莞時期認識的

同廠員工，目前尚未有子女。

不同於公司中其他短期性支援的台籍幹部，趙經理是一到大陸工

作就是長駐；在上海廠目前約五百位員工中，屬於長駐型的，還有另

外六位台籍幹部。雖然趙經理當初移居大陸，考量的與謝廠長一樣，

主因都只是單純地認為個人在台灣整體就業環境的機會，比不上在大

陸來得大，所以才選擇遷徙，但長駐大陸工作，又娶了大陸本地的女

孩；理所當然考慮留下來，永久在大陸發展了。

趙經理所看到的上海、大陸經濟的發展非常快速，最明顯直接的

感覺是車子變多了；即使在長安，以前是貨車滿街跑，現在大馬路望

眼過去，都是私家轎車。他與太太住在公司提供的套房式宿舍，雖然

公司也為員工宿舍裝設小耳朵，可以收看衛星電視，但是他認為台灣

19 和趙經理的訪談，第一次於 2006 年 8 月間在上海進行；2007 年研究者前往上海進行
另一主題研究，嘗試與趙經理連絡時，上海公司告知已離職，幾經輾轉連絡，得知趙
經理已經前往東莞長安另覓工作，而同一公司也曾接受研究者訪談的一位副總，則是
離職後前往武漢工作。關於趙經理離開上海工作地的資料，來自於研究者於 2007年前
往東莞長安與趙經理進行的二次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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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性的節目「整天吵吵鬧鬧」，沒有好感，對閱讀當地的報紙也不

感興趣，只留意台灣發生的重大新聞事件。

離開台灣的時間愈長，趙經理明顯感受到，愈難維繫著像以前一

樣的關係。不過，他也補充說，相對的是在移居地的朋友愈來愈多，

不管是之前工作的長安，或是訪談時的上海；因為是主責業務部門，

公司又是台商的協力廠，所以他結識很多的台灣廠商朋友及台籍幹

部。這些台灣廠商朋友及台籍幹部，平時就是生活圈的主要夥伴；而

休假回台時，聯絡的對象也是回到台灣的熟識台商及台幹。

在上海訪談趙經理時，他提到協富科技上海廠人員流動率不高，

「我的部門已經很久沒有人流動了」。不過就在研究者於 2007年 8月

在上海打算再次造訪時，他卻已經離開協富科技廠了。據趙經理陳

述，2006年底協富科技上海廠加入一位新股東並兼總經理職務，進行

了人事的「內部調動」；同年 11 月，他從上海調回東莞的長安廠，

2007年 3月辭掉在協富科技的工作，轉而申請到東莞長安的另一家擁

有一千多位員工、十多位台籍幹部的塑膠科技大廠，並於 8月到職，

掛的是副理的頭銜。太太也跟隨他，從上海移居東莞。這個過程讓他

清楚一項事實，有工作是最重要的，而且工作是現實的，不是自己可

以完全決定工作地及居住地的：「假如我想住昆山好了，那在這裡上

班，我能實現嗎？一樣不行」。

趙經理目前並沒有購房的打算，雖然認為昆山確實是個不錯的環

境，既沒有上海市區的擁擠，又有「像竹科這樣」的都市規劃，比目

前工作的長安城更適合居住。但是他希望可以「保持最大的彈性」，

不要為了房子綁在某個地方。另一方面，對他們夫妻倆而言，買房

「也還沒那麼急迫，因為我們台灣就有房子」。在工作環境迅速變化

時，他們希望維繫一個在工作地的「工廠的家」，以及另一個相對不

會變動的「台灣的家」。對於未來規劃、打算在哪裡定居，趙經理直

覺的回應是，看工作在哪裡而定，「那時候我都回台灣了，也說不

定」，「像我去年根本沒想到，我會回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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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的三種遷徙型態意涵

上述三個傳記敘述的重建個案，可以分別代表台籍經理人員跨界

流動前往大上海地區的三種不同遷徙模式。

表四 大上海台籍經理人員遷徙類型及特徵(N=52)
單位：個案數（百分比）

特徵

類型

類型 I
長居

上海型

類型 II
工作

停留型

類型 III
跨界

聯姻型

小計

受雇型態

派駐大陸子公司的最高階台籍主管 2 8 1 11 (21.2)
常駐中國大陸的台籍幹部 6 17 14 37 (71.1)
外商公司的台籍專業經理人員 1 2 1 4 (7.7)
移居大上海時間

5年(含)以上 2 7 10 19 (36.4)
3年(含)至 5年 4 3 3 10 (19.3)
3年以下 3 17 3 23 (44.3)
回台頻率

每年 6次(含)以上 0 14 4 18 (34.6)
每年 2次(含)至 6次 7 13 12 32 (61.6)
每年 2次以下 2 0 0 2 (3.8)
配偶／家人移居上海情形

配偶／家人一同移居大上海 7 2 15 24 (46.2)
配偶／家人沒有移居大上海 2 25 1 28 (53.8)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研究訪談資料整理而成。

類型 I：長居上海型

屬於類型 I 的個案為不管就遷徙動機，或是在遷徙過程中，都打

算長期居留於大上海。如同安美夫妻，或同類型中前往蘇州工作不到

三年的黃副總，目前都已安排太太、小孩在當地生活與唸書，以及在

蘇州某光電公司的廖總、上海松江區光電大廠的陳處長等個案，他們

看到的是中國的無窮市場潛力、豐富的機會，及對上海的全球城市想

像，認定上海生活環境要明顯優於華南地區其他台商聚集的都會，所

以儘管有些個案到移居地時間並不長，但都已舉家搬遷，計畫長期定

居在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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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II：工作停留型

與類型 I 恰好呈現對比的，是類型 II：屬於無論在最初的遷徙動

機，或是遷徙過程，皆視在移居地的停留，主要為了工作，而非有計

畫性地長期定居。如蘇州吳江謝廠長的情形，或是在蘇州光電廠的葉

副理，以及同一科學園區另一光電大廠負責品保部門的陳副理、財務

部門的女性李副理與人事部門的陳處長等。儘管受雇台商公司中的台

籍幹部分屬三個類型，但如表四所示，以落入類型 II的個案數為多；

相對上，落入類型 I 則明顯為少。一個解釋是，最高階台籍主管或任

職外商之主管，相較居於台商公司中的二階或灰領層級的台籍幹部，

在工作上擁有較高的自主權限，所以更可以決定移居生活如何安排。

而一般台籍經理人員，基於職務可能頻繁調動的考量，所以如典型案

例描述的情形，雖然金錢能力沒問題，但對是否在當地購房作為住家

長居，表現出猶豫不定的情形。此外，落入類型 II中，有多位單身的

女性台籍工作者（包括任職外商公司或台資企業），例如 IBM上海部

門的黃專員、在一外商跨國公司從事貿易諮詢的紀姓專員，及在上海

一台資貿易公司主責採購的江姓副理等。而如果再考量移居大上海的

時間，更可以看出落入類型 II的個案，有較多屬「移居上海時間短」

（移居時間 3年以下）情形，可能在工作簽約期滿後，即選擇不再停

留於移居地。

類型 III：跨界聯姻型

另外一種遷徙模式類型 III，與前述二種模式都有部份相同，但同

時也有差異：在遷徙動機上認定是暫時性的，但在遷徙過程中，表現

為傾向長期居留的型式。如同上海協富科技趙經理個案呈現的，類型

III的遷徙動機，與類型 II一致，都視移居大上海地區純粹肇因工作因

素，而不是永久的人生計畫；但就遷徙過程來看，又表現與類型 I 類

似，傾向長期居留中國大陸。之所以有此轉變，一個主要原因，是即

使初期只是因緣際會外派大上海地區，或主動前往尋找工作機會，但

過程中與中國大陸籍女性／男性結縭，於是更積極地考慮留在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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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發展。

雖然在遷徙模式上，本文訪問的大上海地區台籍經理人員呈現出

上述不同樣態，遷徙時間也長短不一，但在日常生活的諸多面向上，

卻具有許多移居成員共同分享的特質。一個明顯的例證如表四所示，

儘管屬類型 I長居上海型個案的回台頻率，相較其他兩類型明顯為低，

但幾乎所有台籍經理都是每隔一段時間即會返台，僅有一位台籍經理

在訪談時指出，由於工作關係過去一整年都沒回台。此外，屬回台頻

率低（每年 2次以下）有兩位，但每年來回兩岸達 6次及以上者，卻

高達 18 位之多，占訪談個案三分之一強。亦即，前往大上海工作的

台籍移居者多數皆有定期回台的經驗，且訪談個案中有超過三成以上

的台籍經理，以平均不到兩個月時間，在生活上頻繁地往返大上海與

台灣之間。

在研究訪談期間，兩岸常態包機尚未全面實施，來往大上海與台

灣所需時間及金錢花費要更大。一位屬類型 II 外派上海松江區已兩

年，公司從事生產冷卻設備的賴總經理即指出，他平均每兩個月休假

回台一次，休假時一大早五點半出門，搭從上海起飛最早的八點航

班，最快下午三點半才抵達桃園機場，「等於需一整天的時間成

本」，才能從移居地上海，回到移出地的台北。

五、移居生活中的多重地域連結

上述類型分析指出，儘管台籍經理人員的跨界呈現三種不同的遷

徙型態，有些設定為長居大上海，有些卻認定只是因工作關係而移居

當地，有些因工作嫁娶當地大陸籍人士轉而計畫長期停留，但這群台

籍經理人員都有一個共同特徵：週期性及頻繁地往返移居地與移出

地。

然而，對前往大上海的台籍專業工作者，他們的特徵除了表現在

頻繁地來回跨越邊境的物理移動外，在生活上更是如跨國主義學者

Faist (2000a: 13)指出，透過在物品、金錢、象徵、觀念及文化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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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進行跨界的連結。以下即從這些面向，進一步分析上述三個遷

徙類型移居者的日常生活。

（一）物品

在本文研究的案例中，不管是長居型（類型 I）、工作停留型（類

型 II），或是跨界聯姻型（類型 III），多數移居者除了日常生活在移

居當地消費外，都如安美太太敘述般，經常性地回台灣原居住地消

費，進行各式各樣採購。移居地住家抽屜滿滿來自台灣的日常藥品、

衣物、食材、零嘴，甚至是個人偏好的貼身用品，只要比移居地價格

較便宜或不易取得的，都可能成為移居者回移居地時的攜帶必需品。

相對的，有些物品也會透過移居者從移居地帶回原生活地台灣。比

如，研究者在台灣曾接觸屬類型 II的短暫回台休假台籍工作者，不僅

攜帶大量香煙回台，談話時也是「中南海香煙」不離手，他表示因為

台灣香煙當地不易取得，每日需求量又高，只好改變香煙品牌。

（二）金錢

許多關於藍領的跨國移工研究指出，匯款(remittance)是與家鄉保

持聯繫的重要方式(Pries 2001; Phizacklea 2003)。台籍工作者雖然一般

提及沒有匯款回鄉的壓力，但台資廠中的台籍經理人員維持兩份薪

資，一份薪資在大陸支領，一份薪資匯回台灣，也是常見情形。就如

一位屬類型 II在蘇州光電廠任職的鄭副總指出，公司中聘任的台幹也

必須在大陸繳交所得稅，而台籍人員的高所得往往須繳交高額稅金，

所以公司讓台籍員工在工作地支領派駐津貼（4,500至 5,500元人民幣

不等），作為當地生活費用，其餘薪資則匯回在台帳戶。而分屬不同

類型在外商公司任職的台籍經理，儘管薪資都在移居地支領，也全數

在當地報稅，但多也維持定期匯款給在台的其他家庭成員。

（三）象徵

在象徵的面向上，最明顯的例子是有關台灣人身分的凸顯。如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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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類型 II的個案，由於遷徙動機與過程都定位在暫時性停留，所以在

移居生活中並沒有刻意在地化，而多以台灣人身分自居，儘管對於目

前的工作環境相當認同，也已移居多年，但卻一直住在公司提供的宿

舍、很少參與地方性活動，也沒有（打算）加入當地的社團組織；台

灣人的身分，對這群移居群體而言，在移居地象徵的是外來客身分的

社會位置。

相對的，所有類型中最企求在地化的當屬類型 I，不管就動機或

過程都打算長居。但他們的生活行為就如安美夫妻般，平時不會刻意

凸顯台灣人身分，但若是表露身分可以獲得較佳對待，或是得以避免

偏差待遇時，他們也會不吝於讓對方知道自己的身分。如同，Goldring

(1999)指出的，起源位置(the place of origin)對個人在移居地的生活仍

是重要的。在適當時候，彰顯移居者的源出身分，反倒可能強化他們

在移居地的社會位置。

（四）觀念

移居大上海的日常生活，有多數台籍經理都指出他們平常的資訊

管道，如上網、雜誌、報紙，都既是大陸又是台灣。如屬類型 II的上

海某一貿易公司的林總，他雖然一再強調從來沒有定居上海的打算，

既無購房、家人也沒有跟隨移居，但訪談時我們約在他公司旁的一家

連鎖咖啡館，一進門就可看到架上排滿整齊的報刊，一半當地報紙，

一半來自台灣空運的報刊，林總說「我天天來這邊吃早餐」。他天天

看上海的晨報，也看台灣的報紙、天下雜誌等。大陸中央電視台每日

半小時的台灣新聞，也是他的每日功課之一。大上海地區由台灣人經

營的類似連鎖咖啡廳，或是許多台商公司的待客大廳，也很容易見到

相似的報刊陳列方式；這多少反映出移居當地台籍工作者的資訊需求

習慣。

而在住家拜訪台籍移居者，也發現他們不只觀看當地節目，還時

常透過衛星接受器收看台灣節目，有一次在屬類型 III 跨界聯姻型的

受訪家庭中訪談，也是一進門就見大夥都專注在播映中的 TVBS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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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衛星電視即時傳送的節目，提供這些跨越疆界的家庭，可以遠

距、且同步地分享相同的資訊及文化價值。換句話說，這些移居者不

僅觀念與價值深受移居地與移出地的影響，且移出地的資訊拜當代科

技之賜，得以快速、甚至同步地進入移居者的日常生活中。

（五）文化行為

在文化行為上，一個明顯的例子是飲食方式。不管是類型 I 長居

上海型，或類型 II工作停留型的移居者都認同，上海生活機能非常方

便，所以出門吃當地的東西，但回到家裡，就如同安美夫妻個案，也

不放棄「做習慣的菜餚」、「用自己的方式來吃」。他們一方面對大

上海地區當地的美食如數家珍，卻也不忘台灣的口味。

（六）橫跨地域的社會網絡

大上海台籍經理的移居生活所進行的跨界連結，除了Faist上述提

及有關物質性及社會性資源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面向，Helen

Krumme (2004: 148)指出的橫跨地域的社會網絡。不管是類型 I典型個

案所呈現的，把移居地當作是「自己主要的住家」，回台灣是「公公

婆婆的家」，或是類型 III 案例的敘述，把移居地公司宿舍當作是相

對於「台灣的家」之外的「工廠的家」，其實都指出台籍工作者在移

居地生活一段時間後，都會進行家的重新定義(redefining home)

(Butcher 2006)。早期描述移居者從移出地到移居地遷徙的圖像，如同

Alfred Schutz (1944)所描述的，是從一個穩定的社會結構，轉換到另

一個社會結構的過程，而移居者為了成功地克服在新社會面對的種種

問題，唯一的手段即是採納新文化模式，轉換自己的認知關聯架構

(scheme of reference)趨向於新社會，以整合成為本地人。所以整個移

居生活，象徵的是一除根的過程。但從到上海工作而移居的台籍經理

人員來看，雖然在地化是不少移居者企圖達成的，但即便如此，他們

的移居行為中既沒有真正切斷與移出的台灣社會的聯繫，也大多沒有

強迫自己放棄原有的認知關聯架構，整合為本地（上海）人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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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跨界的期間，雖然是長時間生活在遷移地社會，但並沒有呈現

除根現象。對這些台籍工作者而言，家是可以橫跨兩個地域空間存在

的；把家從單一定點，延伸為具有跨越邊界的空間與社會關聯。

儘管前往大上海的台籍工作者，分屬於上述三種不同遷徙類型：

長居上海型、工作停留型及跨界聯姻型，且在地化的程度不同，移居

時間有長有短，但定期在移出與移居地往返移動，物質性面向上的兩

地消費採購行為、定期金錢匯款，以及社會性面向上的適時凸顯起源

位置、雙地域的觀念／價值、結合兩地的吃食文化慣行，與跨地域社

會網絡等，都表現出具有多重地域連結的傾向。

也就是說，前往大上海地區的台籍經理人員，不只是從一地到另

一地的跨越邊界移動的人群而已，在遷徙過程中還重新組合了移出地

與移居地脈絡的元素，進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中。這些元素的意義，重

點當然不只是兩地脈絡的相加而已；對遷徙的專業工作者來說，它更

在於提供一種穩定的生活型態，如 Robert C. Smith (2001)指出的，是

跨界生活(transnational lives)的型態。

這種跨界生活的型態，並不同於離散群體的跨界連結。第一，離

散群體通常對家有強烈的想往(desiring home)，把家鄉視為個人最終的

回歸處所，儘管想像中的家鄉可能已不復得(yearn to return to their lost

homeland) (Faist 2000b: 197; Mayer 2005: 9），如同張茂桂(2006)指出

大陳島居民遷台後仍強烈想望失去的家園。相較之下，台籍工作者經

常性地跨界移動，在移居地也經常透過MSN、每日的家人電話、甚至

是網路視訊等，20持續地與原移出地家園保持連結，少見如離散群體

表達出「失去」、「不復得」家園的心情。

第二，離散群體與移出地的聯繫，較常是以「想像的」、「記憶

的」方式呈現，如Faist (2000b: 197)指出，離散群體並不必然需要「具

體的社會聯繫(concrete social ties)。但對於台籍經理人員而言，上述表

20 比如移居蘇州工作將近三年，於一家台資光電廠任職品保部的葉副理就指出，他幾乎
每日都打電話跟家裡及在台女友聯繫，每月光是電話的通訊費，就要七、八百元人民
幣。這樣頻繁的兩地聯繫，在田野接觸的其他受訪個案中，也相當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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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人員移動、物品、金錢、象徵、觀念、文化行為等循環，卻是有

形且實質的聯繫；跨社會的聯繫提供了各項物質性與社會性資源，有

助於移居者解決移居生活中的種種問題。因此，第三，相較於Stephen

Castles與Mark J.Miller (2003[1993]: 30)指出，離散群體有較強烈的情

感性面向(strong emotional connotations)，前往大上海地區的台籍經理

人員經營跨界的生活，則有更多理性考量成份。

然而，為何跨界的專業工作者需要經營跨界生活？對移居的台籍

經理人員而言，之所以需要往返性的跨界移動，進行跨界生活的必要

性，一個重要因素，乃在於移居者在經營移居生活時，不僅希望可以

運用移居地的在地社會資源與物質資源，也希望可以持續地保有移出

地的社會與物質資源。正如Karen FogOlwig與Ninna Nyberg Sørensen

(2002)指出的，當代流動人群進行移居／移民，並不必然只是到它處

開啟新生活，毋寧更是透過移居／移民尋找新機會，提升及多樣化生

活的可能性，所以使得「移動」變得具有異常的重要性。同時，儘管

跨界流動愈來愈容易，但民族國家的作用仍在，跨界專業工作者在遷

移地，常游走在優勢的高收入群體與外來他者身分之間。所以在大上

海地區的台籍經理人員，維持多重連結、建構跨境的空間，尤其在有

關象徵層次的身分凸顯上，其實與移居者在移居地的權力及社會身分

有關。

另一方面，跨界的台籍經理人員，相較於一般的藍領移工，雖然

具有經濟及文化資本上的優勢，更可以經常性地跨界移動，但是他們

的跨界也不是完全自由移動的，而是工作愈是呈現高度流動、工作的

不確定感愈強，也愈凸顯流動帶來的強制性（鄧建邦 2008a）。因此

使得跨界的台籍專業工作者更需要進行多重地域連結，同時保持兩個

社會的聯繫，以降低或對抗在跨界工作流動過程中隨時可能遭遇的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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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台商現象具有重要的社會學意義，除了它本身鑲嵌在資本主義發

展，是伴隨全球資本流動過程的產物外，還有很重要的一個面向，即

在於此資本流動同時所引發的台商／台籍經理人員群體的跨界流動，

成為當代移民研究的一個核心議題(Tseng 2000)。

本文強調透過跨國主義的觀點，可以補充對專業遷徙的觀察向來

僅限定在人才流動對移出國及接受國的影響，或是一味地將跨界專業

工作者視為優勢的跨國階級，而忽略專業遷徙在微觀層次之移民生活

面向。

對於作為專業工作者的台籍經理人員，兩岸文化的類似與親近，

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麼他們偏好選擇到中國大陸，尤其是到擁有豐富人

文歷史面向的大上海地區工作，但卻不能解答這群人在移居後，為什

麼要進行頻繁的跨界移動。同樣的，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大量

的跨國／境工作機會，以及驅策遷徙者往全球城市集中的趨向，但僅

以全球資本主義觀點，也不能幫助理解跨國／境後的個人，究竟是如

何進行移居生活的。

本文研究的大上海地區的台籍經理人員，長時間生活在移居地上

海，許多甚至有相當多年的移居經驗，並且計畫長期定居。但不管是

屬長居型、工作停留型，或是跨界聯姻型的遷徙模式，這些跨界的專

業工作者並不是一到了移居地上海，就把它視為是絕對的定點，理所

當然地在移居生活上開始一種不流動、固著的生活型態(immobile

livelihood) (Stepputat 2002: 222)。此外，他們也沒有如同世界主義者一

般，可以無所不在地跨界、四處為家。畢竟多數跨界的台籍經理人員

是受雇於台商公司，台商受限於全球生產的位置向來有區域性集中的

現象；至於受雇於外商的台籍工作者，也多是因為兼具專業與華語能

力，才得以超越其他國籍專業人才，具有派駐中國大陸的相對優勢。

所以，本文強調運用跨國主義的觀點，才能更適恰地觀察這群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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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跨境」遷徙的特殊性。

以前往大上海地區的台籍經理人員為例，這些專業工作者跨界後

的移居生活呈現的是頻繁地來回移居地與移出地之間，並且運用兩地

的社會與物質資源，及跨地域的社會網絡建構，進行多重地域的連

結。這樣的跨界生活型態，是行動者主動積極地同時編織移居地與移

出地的連結，強調的是經由社會慣行、象徵體系與物質文化所建構的

實質聯繫，而不是如離散群體側重於想像的、記憶的及情感性的單向

家鄉連結。所以，這群跨界專業工作者，更適恰地說，是透過經常性

地跨界進行他們獨特的跨境空間生活，而不是一群離家久遠，有家歸

不得的離散群體。

在大上海地區的台籍工作者，由於存在這種經常性地跨界，使得

不管是從上海的住家到台灣父母的家，或是從上海工作的家、工廠的

家到台灣的住家，透過往返性移動，反而轉換了定點式的移居生活型

態，串連出跨越政治疆界的社會空間。因此，「回家」也不同於早期

移民（如果有的話）只是一次性的行為而已(Schutz 1976)，這群跨界

後的台籍經理人員，表現在移居行為上的，其實更是「持續地回

家」。

作為跨境遷徙者與進行跨界生活的必要性，說明了作為專業工作

者的大上海地區的台籍經理人員，一方面希望透過兩邊社會一些元素

的重新組合，形塑有利於自己跨越邊界流動生活的條件外，另一方

面，對這個群體而言，既然流動是日常生活中必須面對的一種常態，

因此重要的是可以持續地維持遠距的跨社會的連繫，建構多重地域的

參考架構，來面對流動不確定性的生活。換句話說，在上海熱潮持續

不斷下，與其描述是一波波專業人才蜂擁移民上海（陳彬 2000），倒

不如理解他們為了進行跨境遷徙，到大上海地區進行跨界的生活。透

過編織多重連結所進行的跨界生活，不僅是跨界專業工作者為了尋求

個人生涯更佳機會的方式，同時也可以理解為，是他們在進行流動生

活過程中，延伸出的一種求生存必要策略。

而有關世代、族群、工作行業、家庭型態、移民年數等因素，如



大上海台籍經理的移居生活 173

何個別地影響跨界生活，都有待後續的研究，進一步地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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